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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蒋建农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长征是从丢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又是以能否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立脚点为其胜利与否的标

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沦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8.6万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宁

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结束。对于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来说，由于

长期的敌强我弱形势所迫，如毛泽东所言：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

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

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

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

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因此，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

直是各路红军在长征中最直接的奋斗目标。

1935年1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赤水东岸重镇
土城，清晨进入城后，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他们纷纷
拿出年货慰问子弟兵。1月26日，军委纵队“干部休养
连”抵达城内，虽已午后，也分到了鸡鸭、腊肠等慰问品。
“干部休养连”是红军长征途中临时组建的一支连

队，由学者、作家、文艺工作者等有特殊学问、技能的人才
组成，其中有被称为“长征四老”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
渠、谢觉哉等文化、教育界的前辈，有文学家成仿吾、冯雪
峰等，还有被誉为“赤色戏剧家”的李伯钊、“舞蹈明星”危
拱之、“山歌百灵”王泉媛以及刘彩香、吴富莲、邓六金等
30多位能歌善舞的女红军，由侯政任连长，中央妇女部
部长李坚真兼任指导员。
炊事班为全连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过饭，天渐渐

黑了，李坚真带人在空场上燃起两大堆篝火，大家三五成
群地围拢过来，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唱起山歌：“滔滔乌江
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
万兵。”

听到歌声，在附近宿营的红军和当地的群众纷纷走
来，在篝火旁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歌声刚落，众人齐喊：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李坚真又唱了一首《歌唱红军英雄汉》，大家还要求
再唱时，她高声道：“大家欢迎我们的‘舞蹈明星’危拱之
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

在一片叫好声中，危拱之走入场内，唱了一首自编歌
词的《凤阳花鼓》：“咚咚锵、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
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大家又齐声请李伯钊也表演一个，李伯钊大大方方
走上场，先唱了一首苏联歌曲，又在掌声中跳起一支《水
兵舞》。“山歌百灵”王泉媛也走到篝火旁，用明亮的嗓音
唱起山歌《苗家救星》《一举一动为穷人》。

这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几位军委首长走进
人群，他们此刻心情格外舒畅，因为红军正酝酿在土城以
东的青杠坡一带集中优势兵力，合击尾追的国民党川军
郭勋祺部，以实施“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行总
反攻”的战略部署。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大声说：“我们尊敬的‘四老’虽不

善唱歌跳舞，但他们朗诵诗、讲故事同样吸引人，大家欢
迎‘四老’表演节目。”

先是董必武在掌声中上场，激情满怀地朗诵了一首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接着林伯渠、谢觉哉

每人讲了一段故事。轮到徐特立出场，只见他反穿羊皮袄，
头戴破毡帽，慢慢悠悠地走上来，站在那里并不说话，认真
地将手伸进皮袄，上抓抓、下挠挠，右一摸、左一拽，忽然似
乎捉到个什么东西，放进嘴里使劲咬一下，自语道：“嗯，这
个肥。”他见人们都未解其意，又把动作重复一次，说：“李伯
钊跳了《水兵舞》，我跳的是‘捉虱子舞’。”那时，红军不分昼
夜地行军打仗，根本没时间和条件洗澡，几乎人人都生虱
子，叮在身上刺痒难耐，只得趁休息时伸手在衣服里摸虱
子，捉到后解恨似的咬死。徐特立用哑剧形式滑稽地表现
被虱子咬及捉虱子，让人们爆笑如雷……

接着，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表演了洞箫
独奏《苏武牧羊》《高山流水》，军委翻译伍修权跳起《红色机
器舞》《丰收舞》等。

演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被战士们尊为“红军大姐”的
蔡畅站起来说：“再过十来天就是大年三十，我提议把今天
的节目再充实、再排练，除夕夜举办一场联欢会，庆祝胜利、
欢度新春，今天就算春节晚会的彩排！”提议赢得热烈掌声。

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哼起来。

1935年1月28日凌晨，红军发起青杠坡战役，战斗从
凌晨一直持续到黄昏，虽攻占了银盘顶等部分制高点，但发
现敌人兵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有一万多人的
两个旅，且有大批援兵从四面八方涌来，情况万分危急。为
防陷入敌人重围，毛泽东果断下令各部队撤出战斗，向川、
滇、黔三省接合部转移，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西
渡赤水，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的序幕。

2月3日（除夕）傍晚，军委纵队在凄凄冷雨中抵达南邻
贵州、西接云南，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四川泸州石厢子，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草草吃过饭，党中央和中革
军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行进路线、战略部署等既重要又急
迫的问题。
“干部休养连”的官兵刚刚落脚，就忙着帮助野战医院

收集门板、搭建病床、照顾伤员，之前筹划的“春晚”没能按
时上演。

长征途中计划举办的“春晚”虽只是一次预演，但充分展
现出红军将士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定的必胜信念和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在恢宏壮丽的长征乐章中，谱写出一段欢欣、
愉悦的旋律。正是这种在缺衣少食、风餐露宿的艰苦行军
中，依然能燃起篝火、放歌起舞、苦中作乐的从容与豪迈，化
作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路上预演“春晚”
周文洋

一、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

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人们熟知的，一是“左”倾教条主义
的错误领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在国民党军强力进攻下，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中国革命的生死危机；二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
危机；三是不大被人关注和了解的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
清朝晚期的中国南方最早与外部世界接触，得风气之先，

自鸦片战争之际的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运动，
再到康梁维新，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革命
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南方发动并结束了
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领导的
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等也是由南向北发动的；国共
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依然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向北
推进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先后在南方开辟了十几
块革命根据地（北方只有陕甘一隅）。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这种状况发生转变。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得到国际帝国主
义和中国江浙财阀的支持，于1928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
的统一；在新军阀混战中胜出的蒋介石政权，对中共在南方建
立的各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白区的
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无法立足，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之
初，利用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间隙建
立的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包括中央
革命根据地等，都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

自明成祖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封建王朝统治的核
心区域。但是，清末以来，继清王朝封建统治被推翻，袁世凯
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
和二次北伐中土崩瓦解，中国北方的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
弱。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
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
民革命军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
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
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
心北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征在客观上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向，中国革命的领导核
心和骨干力量必须适时北移。1936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对来
访的斯诺讲：“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
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二、红军长征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

回顾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不难发
现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由南向北、向西逐次推进。起初的重点
在于粉碎国民党军对老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的有生
力量。这首先是基于战场形势的逼迫，边撤、边打、边建；同时，也
反映出各路红军对老根据地的无限眷恋，希望与坚持在老根据地
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部队形成呼应，更希望能够恢复老根据地。
因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其中以中央红军
为典型，毛泽东在出发前建议中共中央进军湖南中部，没有被采
纳；李德、博古等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确定开赴湘西，与红二、红
六军团会合，但在湘江战役遭受惨痛损失之后，于通道会议上决定
转兵贵州；接着，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
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决
定改为在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随后，因土城战斗失利和
攻打叙永未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由泸州和宜宾北渡长江的
计划，拟“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

红军长征的生存环境是极其险恶的，既有毛泽东所总结
的天上每日有敌机轰炸、地下有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等人
为的危险，又有几乎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等自然险
阻。特别是由于这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的转战，整日处于
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过程中的各路红军，伤病员无法救治和
安置，粮草弹药无从补充，情况紧急时连吃饭和睡觉都不能保
证，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时刻不得安宁。因此，2
月16日，在四川古蔺县白沙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突出创
建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任务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或者是我们
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
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
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号召要主动进攻，而不再是被动应
战，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强调“红军必须经

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
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
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出其不意
地杀回马枪，二渡赤水，进攻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
第一个大的胜利，全军士气大振。随后，在四渡赤水和兵临贵
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
山等战斗行动中，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
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
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
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
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中央红军终于取得战场主动，摆脱长征
开始以来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从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
生路，于6月12日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主力随
后会师于懋功，取得长征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三、北上抗日与在陕甘建立根据地战略目标的确定

探寻新的根据地的过程，实际是对中国革命新的发展方
向的探索。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
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与长征发生时的
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
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
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
的问题。在亲身经历南方各革命根据地沦陷和长征初期在长
江流域创建新根据地的多次努力一一失败的痛楚之后，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始系统地分析和研
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
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
性的问题，从而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取向。

之所以最终要确定陕甘为发展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那里“靠近抗日前线”，体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初衷。长征
途中的中共中央通过电讯了解到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
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这实际造成中国革命主要任务的变
化，即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反
帝、反封建并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党和红军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
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
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在1935年6月
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
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
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可以立足
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于是，拯
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化为各路红
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
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鉴于敌我力量悬殊
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客观实际，
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的中国
北方和西部地区，设想背靠苏联、外蒙，依托陕西、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然后向东发展，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剑指陕甘是在尚不清楚陕甘地
区仍保留有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做出的

战略决策，是在坚决抵制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峻斗争中
坚持实施的，是在翻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艰难险阻
中实现的。就在此时，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
自1935年9月起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出他实地考察中国西北
地区撰写的多篇通讯，9月13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
现势》，在第一时间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地
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10月9日写就的《徐海
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则详细探讨了吴焕先、程子华和徐
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路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哈
达铺通过《大公报》等媒体报道，了解到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
然存在等情况，更坚定了他们奠基陕甘的决心，并在榜罗镇召
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最终于10月19日率领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中央红军的长征。

四、陕甘宁——中国革命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在共
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指引下，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策略，这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
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
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阐述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政策。会后，
中共中央制定和实施了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促成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并适时地将党的政策
逐步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
转变。于是，引导各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大会师和指引他
们复兴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再是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是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与此同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部署和取得直罗
镇战役、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外，他们还
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
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
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
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
动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
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
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
路国民党军对陕北

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陕甘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
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
三省的26个县和近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陕甘宁根据地成为
中国革命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
会宁和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胜利会师。原来在各
个革命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全国各路主力红军，在长征中浴火重
生，齐聚西北高原，第一次纳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
挥之下，凝聚起不可战胜的钢铁力量，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由
北向南推进的新征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年就豪迈
地宣布：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甘地区的重要意义，当时

就被有识之士所洞悉。正在实地考察红军长征情况的范长江，
1936年1月4日在《大公报》发表《松潘战争之前后》（指红军歼
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的包座战役）一文，特别指出这场
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
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指出：向抗日前线进军，“把原来可能
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
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在很
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
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
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
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
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回望整个长征历程，寻找、开辟、巩固新的革命根据地，始
终是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课题。被迫撤离南方原有根据
地之后，各路红军在辗转征战中反复探寻可靠的落脚之地，历
经多次挫折，最终落脚陕甘宁。这不仅让党和红军摆脱了无后
方依托的流动作战，更实现了战略转移与民族救亡的有机结
合。陕甘宁根据地既是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党领导人民投
身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毛泽东曾三次谈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
国革命中“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
甘宁边区，他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

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
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
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
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
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
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
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北向南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

究员）


